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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23年，1942年1月在浙江省

黄岩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当时，由浙江

省教育厅派官员到浙江黄岩灵石举行全省

高中毕业生的会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保

送免试升入大学。我将第一志愿填写为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育

部批准了我的志愿。由于战时东南和西南

之间的交通断绝，我请黄岩籍的西南联大

教授周炳琳先生替我保留学籍一年，经过

长途跋涉，我于1943年秋到达云南昆明，

在西南联大报到入学。

入学后，老同学告诉我，在中国学了

航空工程，毕业以后，也不能自己制造飞

机，只能在美国运来的飞机零部件上加工

组装。而且要在这加工飞机零部件的工厂

工作，首先必须填表加入国民党。我那时

是不愿参加国民党的，所以就想转入经世

济民的经济系。

于是我打报告向西南联大教务主任杨

石先教授要求转入经济系，杨教授是主张

科学救国的，他批示：不准。

我又向大学一年级班主任李继侗教授

申请转入经济系，这时适逢北京大学经济

系主任赵迺抟教授（他和陈岱孙教授、陈

序经教授轮流担任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

路过李继侗教授的办公室外，赵迺抟教授

同李继侗教授说：张友仁

想转入经济系，他是经济

系周炳琳教授的外甥，请

你帮助给转一下吧！于是

我就顺利地成为西南联大

经济系一年级的学生了。

陈岱孙教授

陈岱孙教授当时是经

济系主任，住在昆明北门

街唐继尧的唐家花园戏楼

的一间包厢里，并在楼外

自己种菜，改善生活。我

所修的经济学概论课程，

原来是萧蘧教授担任的，

不久萧蘧老师出任江西中

我在西南联大的三位老师
○张友仁（1943入学，经济）

前排左起：杨西孟、秦瓒、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
（1945年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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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学校长，改由陈岱孙老师讲授。他讲

课非常认真清楚，一丝不苟，听了他的讲

课，再读原版的教科书就好理解了。在听

课之外，我们还参加由别的教员主持的经

济学概论的讨论课，加深对原理的理解。

后来我还修习过他教的财政学课程。他的

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我打下西方经济

学的扎实基础。

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只讲资本

家、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

而对广大的个体劳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

不加探讨。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更不符

合有大量小生产者的旧中国的实际。陈老

师在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意

是：分析西南联大校门外摆摊的修鞋匠等

人的经济成份。这使得同学们大受启发，

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框，来注意

探讨中国经济的现实生活。

他经常发表文章，提出自己对抗战和

经济建设的主张。1945年1月陈岱孙教授

出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胜利后回

到北平从日军手中接收清华园，追回被转

移的清华财物，修缮被破坏的清华校舍。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

府想将清华南迁，他竭力反对，将清华大

学完整地保留下来。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

教授们南下，他拒绝登机，留在北京迎接

解放。

陈岱孙教授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解

放后的他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

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

和卓越的观点。

周炳琳教授

周炳琳教授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获“穆藕初奖学

金”，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

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世

界著名大学。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

院长。

1937年8月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

次长任内，签发文件，将北大、清华、南

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1941年11月13日联大常委会决议聘周炳琳

为教务长，由杨石先暂代。12月5日周炳

琳竭力推荐潘光旦为教务长，他本人则在

经济学系任教授，开设“欧洲经济史”、

“经济理论”等课程，还兼任北大法科研

究所所长。1944年陈序经教授赴美，辞去

了法商学院院长职务，联大聘请周炳琳为

法商学院院长。他还是联大教授会的成员

并且多次担任教授会主席。

在联大，周炳琳教授经常应邀在校内

讲演。1942年4月讲《战后经济秩序》，

11月12日讲《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时代意

义》，1944年5月4日讲《五四运动》，5

月26日讲《宪政中的经济政策》等等。那

时，周炳琳是国民参政员兼国民参政会副

秘书长，每次在重庆开参政会回到昆明，

同学们都要请他作报告，讲国民参政会会

议情况。1944年10月2日他参加国民参政

会三届三次会议归来，在联大作《我看到

了民主政治的曙光》的报告，介绍参政会

上民主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情况。在参政会

上，他曾力主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

共反苏。当参政会通过一项由顽固派提出

的恶毒攻击中共的决议案，而迫使中共代

表愤而退席时，周在会上指出这是使亲者

痛仇者快的恶行，并于会后邀约部分参政

员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表示慰问。他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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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会上还曾批判蒋介石的政策，指出国统

区“政治混乱”。蒋介石大发雷霆，顽固

派的参政员则大叫大骂，攻击他是“诋毁

元首”。1946年国民参政会迁回南京后，

他就不再出席会议了。

周炳琳教授和联大许多进步教授一

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1945年抗战胜利

后，张奚若和周炳琳一起发起并起草了

《国立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位教授为国共

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签名

的还有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

经、陈岱孙、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教

授。文中要求：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

政府，终止一党专政，并且希望正在进行

的国共谈判取得成功。在国共重庆谈判的

后期，1946年春，周炳琳担任停战委员会

委员，并被聘为“五·五”宪法草案审议

会专家，同共产党的代表吴玉章等多次在

一起讨论宪法草案等问题。

联大常委会本由三大学的三位校长组

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经常由周

炳琳代理，张伯苓长期不在昆明，由陈序

经代理。常委会主席则一直由梅贻琦担

任。1945年9月梅贻琦主席赴重庆出席教

育复员会议，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

琳代理。在周炳琳代理联大常委会主席期

间，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

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周

炳琳等受教授会委托，起草了《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

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提出最严

重的抗议。

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

后，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同情死难同

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应

该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罪状。他受

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12月2日参加四烈

士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教

授会还委托周炳琳同钱端升、费青、燕树

棠、赵凤喈等一起，组织法律委员会，负

责控诉屠杀师生的党政军当局。在12月14

日的教授会上，他的罢教7天的主张，得

到绝大多数教授们的赞成，并且通过决

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

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

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12月11日，梅贻琦在重庆与教育部长

朱家骅的会晤中，朱十分紧张地告诉梅，

国民党政府准备解散西南联大。12日晚8

时梅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赶回才盛巷

与周炳琳等长谈，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回

家。后来，他又多次与周在一起长时间地

研究工作。他们力图保存西南联大，希望

同学早日复课，认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

极为重大。15日，联大常委会召集学生代

表，由梅贻琦、周炳琳等讲话，劝告同学

于17日复课，不复课则有联大被解散的严

重后果。17日，在周炳琳充当主席的一次

教授会上，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

议。19日，联大教授会推举周炳琳牵头与

冯友兰、赵迺抟教授一起草拟劝导同学复

课的《教授会告同学书》，其中写道：教

授会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行政负责首脑人员

先行撤职，教授们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

现。对于非法禁止集会禁令，教授会已推

举三位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

法之自由予以尊重，仍望同学于20日照常

上课。这次教授会还推举周炳琳、冯友

兰、赵迺抟代表教授会往见云南省主席卢

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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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使人，以及要求“取消禁止自由开会

之前令”。在这以前，云南省警备司令

关麟征已被蒋介石以“防范未周”为理

由，令其“停职议处”，并于12月8日宣

布由霍揆彰继任云南警备司令。12月24日

“一二·一”惨案的主使人李宗黄被调离

昆明。同日，梅贻琦等举行记者招待会，

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指出地方党

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起罢课

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根据法律控告

杀人凶犯。然后，1945年12月25日昆明学

生罢课联合会发表《复课宣言》，宣言自

即日起“停灵复课”，并继续揭露国民党

当局的罪行，将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

由奋斗到底。这就使蒋介石的解散联大等

“最后处置”的计划无法实现。到此，

“一二·一”运动告一段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

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

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在这以前，西南联大

设置图书迁运委员会，聘请周炳琳、冯友

兰、叶企孙、施嘉炀、潘光旦、董明道为

委员，并请周炳琳为召集人。6月，周到

重庆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重庆的联

合招生工作，7月18日他惊悉闻一多教授

被刺殒命，极为愤怒，当即致函梅贻琦：

“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

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

杀人之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做

文章，做了文章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

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

虎。”他又与复员途经重庆的联大教授们

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致电教育部朱家骅

部长，要求政府从速惩凶。其中写道：

“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

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

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不能有所曲护，

并祈从速办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6000

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

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

会上，由周炳琳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他讲

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认识的历

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

“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

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

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

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

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

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

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

而是如何将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

去。”他这番义正词严的讲话，受到广大

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与拥护。

赵迺抟教授

赵迺抟教授，号廉澄，1897年生于浙

江杭州。1915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2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考取浙江省官费

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取得

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31年受聘为北

京大学经济学系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是北

京大学当时最高的学衔，也是最高级别的

教授。后又被任命为经济学系主任。

1937年抗战开始，北大等校在长沙成

立临时大学，他在经济学系任教。1938年

春，临大迁往昆明，他担任旅行团团长，

同部分中老年教授一起，经桂林，出镇南

关（今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乘滇越铁

路火车，到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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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临大改称西南联大，赵迺

抟仍担任经济学系教授。他讲授必修课

“经济思想史”和两门选修课，从“商业

循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当代经济思想”等课程中每年选出两门

讲授。在国统区的大学里正式开设“社会

主义”课程是十分罕见的。这门课程中，

包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篇章和内容，吸

引了许多同学前来听课，同时，他还指导

学生毕业论文和担任研究生导师。1944年军

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赵迺抟

受聘讲授英语，直接为抗战尽一份力量。

在联大，除教学之外，他还继续进行

科学研究。他的专著《欧美经济学史》一

书的初稿，就是在滇南的鹅塘完成的。这

一时期，他还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关于

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

篇。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经济工作要

“竭力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福利”，

“务使人类之最大多数，得到精神上和物

质上最大量的幸福”。并对国民党政府的

经济政策作尖锐的批评。他写道：国民党

政府的财政是“买办政治的财政”，经济

是“官僚资本的经济”。他公开主张：

“集中力量，铲除买办政治的财政与官僚

资本的经济。”1945年10月15日，他在联

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战后之中国”系统

讲座上讲“战后的复员问题”。

在昆明，他和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

切。经济学系有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

命，他都竭力支持，有时甚至拿出现金资

助旅费。记得陈忠经学长等就得到过他的

支持。1945年暑假，他曾应同学们的邀请

到澄江县抚仙湖畔，指导同学们作地方经

济调查。

“一二·一”运动中，他对同学深表

同情和支持。“一二·一”惨案发生后，

他前往四烈士灵堂致祭，并手书“魂兮归

来”大字横幅和挽联，声讨国民党反动派

的滔天罪行。他送的挽联全文是：

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

谁偿此赤血？

无党的青年受党棍之欺压，

惟诉诸青天！

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在教授会上通

过了罢教一星期以响应学生罢课的决议。

后来，在联大面临被当局“最后处置”

（解散及其他）的危险时，在1945年12月

17日的教授会上，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

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在12月9

日的教授会上，推举他和周炳琳、冯友兰

一起草拟《教授会告同学书》。还推举他

们代表教授会，往见新上任的云南省主席

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

手及指使人，以及取消禁止集会之禁令。

1946年初，北大复校，他担任经济学

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钱家治先生是赵迺抟教授在浙江杭州

杭府中学任教时的校长，他的儿子钱学森

早年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时，曾请赵迺抟教授为他补习中文和英

文课程，又请赵迺抟教授的夫人骆涵素教

授为他补习数、理、化课程。1981年钱学

森等在他任教50周年之际，写道：“赵迺

抟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埋头著书，

锲而不舍，对于中西学术思想之源流，俱

有精湛的著述。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

日，桃李满天下，在祖国经济科学的教育

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2013年3月


